
清代 “古文辞禁”论
潘务正

内容提要 清代出现众多禁止各种语体、文体等侵犯古文领地的禁忌，以方苞、李绂
之论影响最巨。“古文辞禁”渗透着儒家尚用观、文质观，是为尊古文之体，而排斥南
宋以来背离道统、文统的种种文学主张及创作倾向，亦可谓清代的 “古文运动”; 主要
提倡者为翰苑中人，针对明代文柄下移造成的种种 “弊端”，提倡通经学古及雅驯文
风，以期形成“文归馆阁”的文坛态势。每当思想活跃之际，为维护道统，禁忌范围
就进一步扩张。尽管如此，清人的努力终究未能挽救古文及其所载之道的命运。
关键词 “古文辞禁”; 尊体; 唐宋文统; 文归馆阁

清代文学理论中，文体禁忌大量出现，尤其

是正统文体。但相较而言诗禁不太突出，赋禁较
多，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古文禁忌。起初多是针对
其他语体、文体入侵古文领地，为人熟知的方苞
古文七“不可”、李绂《古文辞禁八条》所论最为
集中，影响最大; 后来扩张到各方面，几乎无所

不包。为论述方便，本文姑取李绂之说，名为
“古文辞禁”。论述的范围，以禁止语体、文体入
侵古文为主，兼及其他各方面。
清代以前古文禁忌甚少，讨论较多的是不同

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①。“古文辞禁”与文体互参
有一定联系，即品位较高的文体拒绝其他文体渗

入; 但二者又有不同，辞禁除排斥其他文体外，

尚包括语体、技法等方面，范围更为广泛。载道
的古文包含的文化意蕴极为丰富，清代古文禁忌

的涌现，预示着文化形态某些方面的重大变化。

一 “古文辞禁”的理论依据及文化渊源

“古文辞禁”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内容上，与儒
家思想关联; 形式上，采用 “禁” “忌” “不可”
等权威性的言说方式。
载道的古文与儒家思想关系最为密切，古文

理论亦贯彻着儒家文学精神。以方苞、李绂之论
为代表的古文禁忌，究其渊源，当属对儒家传统

文论的遵从。综括来说，方、李一方面反对过于
文的语体掺入古文，另一方面又反对过于不文即

俗的语体入侵。方苞认为小说体、语录中语、魏
晋六朝人藻丽俳语、汉赋中板重字法、诗歌中隽
语、南北史佻巧语及佛氏语不可入古文② ; 李氏
“八禁”排斥的语体是儒先语录语、佛老唾余、训
诂讲章、时文评语、四六骈语、颂扬套语、传奇
小说、市井鄙言。其中过于文者包括藻丽俳语、
汉赋字法、诗歌隽语、南北史佻巧语等; 过于不
文即俗者包括语录语、传奇小说语及市井鄙言等。
训诂讲章乃“三家村中蒙师俗子，经字未能全识，
皆欲哆然说书”之语，时文评语乃 “信手填缀，
陈言满纸”之语，颂扬套语乃 “世俗应酬文
字……盖乞儿口语”，为求取名利的世俗之体，故
亦属于不文之列。至于 “佛老唾余”，李绂解释
云: “《内典》《道藏》本自晋、唐以来浮薄文人窃
取庄列荒唐之言，妆点文饰以为书，其言类为杳

渺不可解之说以为高深。”借用其中语汇，病在
“以艰深文其浅陋”③，文饰之过; 不过方苞却云佛
氏语同讲学口语入古文违反 “司马氏所谓言不雅
驯”④的原则，则其病在俗。方、李均反对古文语
体过于文或俗，秉持的正是儒家传统文论的标准。
孔门文学观最要者有二: 一是尚文，一是尚

用。然在尚文同时，又有所节制。儒家虽讲究礼
的繁文缛节，且孔子固然有 “情欲信，辞欲巧”
( 《礼记·表记》) 、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 ( 《左
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) 之类言论，不过出于尚用的
目的，有时甚至反对辞巧言文，所谓 “巧言令色，
鲜矣仁” ( 《论语·学而》) 即是。故于言辞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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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倡“刚毅木讷近仁” ( 《论语·子路》) 。所以孔
门论文，既有尚文的倾向，但出于尚用的目的，

也不允许过度趋于文或质。这一文学精神，最适
合载道的古文之体。
六朝时期文质中和的理论随着儒家在思想界

主导地位的滑落而遭忽视，唐代通过科举入仕的

士子与政权的联系较六朝世家大族远为紧密，迫

切要求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，古文这一重实用

的文体被韩柳等人发掘运用，必然对重文而无实

的六朝文风大力批判，在 “文以明道”尚用文学
观主导下，华美文风遭到严厉的抨击。方、李文
禁中对过于文的语体之限制，无疑就是承续此种

传统而来。况且，过于重文的倾向并未随唐宋古
文运动的兴盛而消失，明末清初文坛状况也需对

此种倾向加以改变，方、李之论有现实针对性。
如果说唐代以前文坛的弊端在于过度重文的

话，那么唐以后则表现在过于重俗。中唐以降，
兴起壮大的市民阶层有着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审

美趣味，与之相应通俗文学蓬勃发展，促成文风

嬗变。这也对士大夫阶层意识形态及惯用文体产
生冲击、渗透，必然遭到抵制。于是在反对过于
文华的同时，古文理论中又增入排斥俗语、俗体
等过于不文的风气。而寻找理论依据时，同样追
溯至孔门，曾子“出辞气斯远鄙倍” ( 《论语·泰
伯》) 一语被赋予新的意味。按郑玄的解释， “鄙
倍”乃他人“恶戾之言”; 然至清代，此语成为反
对古文语体俚俗的理论依据，李绂就本此立论，

他说: “有明嘉靖以来，古文中绝，非独体要失
也，其辞亦已弊矣。曾子谓出辞气斯远鄙倍，文
则辞气之精者也，鄙且倍其可乎!”正是基于这一
观点，提出“八禁”。晚清方宗诚进一步发挥云:
“鄙对雅而言，倍对驯而言。说理论事言情，稍涉
于粗陋伧俗浅近肤泛，皆鄙也; 稍涉于支离偏辟

浮伪淫遁，皆倍也。”⑤鄙倍已与作品的内容及形式
相关，显见 “古文辞禁”乃是立足于儒家传统
思想。
形式上，清代 “古文辞禁”命名以 “戒”

“禁”“禁约”“忌”“不可”等语为主，这与法律
条文及宗教戒条等相关。法律条文常以禁约的形
式规范大众行为，所以古代律条多用 “禁” “禁
约”等语，《唐大诏令集》就有《禁约》两卷。曾
国藩明确说他制定古文禁忌是 “私立禁约”⑥，就

是借用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推行古文文体规范。宗
教戒条对僧众亦有约束作用，晚清王葆心 《古文
词通义》开篇即云: “学散文先知所忌。”并以佛
道乃至耶稣教的宗教戒律释古文禁忌，“援宗教法
以喻文”⑦的意图极为明显。法律的强制性与宗教
的戒律性使得“古文辞禁”本身具有权威性。
然方、李 “古文辞禁”的提出，更与明清时

期理学的统治地位及建设礼治社会的思潮密切相

关。随着在权力与体制中的统治地位加强，理学
成为政治权力控制之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时， “天
理”之类的绝对真理就会以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
权力，“化为一种严厉的制度和训诫的规则”⑧，这
鲜明地体现在乡约之中。明清时期，各地乡约成
为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改善风俗、维护乡
村社会秩序的德治教化方案，其内容亦多训诫之

辞，如《古灵陈氏教词》，在强调 “为吾民者”该
做哪些事情之后，接着就是一系列禁止之事: “无
堕农业，无作盗贼，无学赌博，无好争讼，无以

恶凌善，无以富吞贫。”⑨方苞有感于家族分崩离
析，而“粗立祠禁” “违者挞之”，且 “禁不得入
祠”⑩，其所倡立的古文禁忌，正与家族祠禁相类。
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，建设礼治社会成为士

人及统治者共同的追求。清初士人反思明朝衰亡
之因，将之归于阳明后学 “放弃规矩，而师心自
用”，导致 “学术坏而风俗气运随之”瑏瑡。由此
“礼”被着力提倡， “标举为思想及社会的核心价
值”瑏瑢。清代统治者也认识到礼治建设的重要性，
康熙、雍正对 《礼记》 《周礼》的关注，乾隆开
“三礼馆”纂修礼书，属一以贯之的举措。其时出
现诸多以“约”“戒”为名的宣传礼治小册子，如
刘宗周 《证人社约》、恽日初 《续证人社约诫》、
刘德新 《余庆堂十二戒》等。方苞、李绂曾任
“三礼馆”副总裁，易以礼制形式规范古文写作。
方苞与李绂为利用古文宣扬儒家之道，规整

此种文体时，借鉴宗法乡约与礼治建设的手段而

提出种种禁忌，意图以权威的表述方式引导古文

重返正轨。这不仅体现尊古文之体的用意，还蕴
含着清代馆阁中人利用文坛宗匠的地位，整顿古

文所载之道，主导古文发展方向的宏愿。

二 “古文辞禁”与尊体思潮

“古文辞禁”是在明清辨体思潮的背景中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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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意在排斥其他文体、语体的干扰，尊崇古文
之体。“古文辞禁”的提倡者最早大概要数元人刘
祁，其出发点是 “文章各有体”，也即辨体思想，
他认为古文 ( 散文) “不宜蹈袭前人成语”，“不宜
用诗家语”，“不宜犯律赋语”瑏瑣，虽则仍属于反对
文体互参之见，但涉及最多的是古文，故而亦属

文禁之列。宋代以降，文章破体已经成为趋势，
与此同时辨体意识逐步兴盛。明代辨体观念盛行，
在此氛围中，明人对古文文体的庞杂亦有所警觉，

艾南英明确提出 “道学语录入之古文序记传志中
则不可，入之上执政等大书则不可”， “为古文辞
而不得杂取 《世说》、谐谈以自累”瑏瑤，已开清代
“古文辞禁”的先声。然元明时期，此仅为个别作
家的主张，排斥的语体亦不多。
清代 “古文辞禁”的提出，也是辨体以尊体

的思潮使然。袁枚回顾文学史发现， “数十年来，
传诗者多，传文者少，传散行文者尤少”; 且再往
前延伸，则自北宋以来，古文 “遂至希微而寥寂
焉”。究其原因，在于 “此体最严”，所以 “一切
绮语、骈语、理学语、二氏语、尺牍词赋语、注
疏考据语，俱不可以相侵”瑏瑥，此已透露 “古文辞
禁”与尊体之间的关系。而曾国藩说得更为明确，
他之所以“私立 ( 古文) 禁约”，就在于“以为有
必不可犯者，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尊”。倡 “古文辞
禁”以尊体，正可见出时人眼中此体地位的滑落，
尊体以挽救其命运为必由之路。
古文之体大坏，是清初人反思前代及当下古

文发展状况时一个触目惊心的感受。黄宗羲云:
“唐宋之文，自晦而明; 明代之文，自明而晦。”瑏瑦

朱彝尊亦感慨 “古文之学，不讲久矣”瑏瑧。二人所
言还是总体的印象，时人亦有从体制上审视该体，

指出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文体舛杂，也即其他文体、
语体入侵古文。邵长蘅云: “数十年来，传变益
岀，有俳优之文，有应酬之文，其黠者往往剽猎

二氏。”瑏瑨此是二氏语等掺入古文; 戴名世分析 “文
章之衰久矣”的原因时总结出两点: “有学古而失
之者，亦有背古而驰焉者”，前者 “徒从事于格调
字句之间，一跬步不敢或失”; 后者 “排偶骈丽之
盛行，其节促以乱，其音淫以靡，学者相沿而不

知怪，遂俨然以此为古文之体”瑏瑩，前者为模拟之
风，后者为骈俪之习。既然 “文体之败一至于
此”瑐瑠，因此有必要加以整顿。方苞七“不可”、李

绂“八禁”就是有感于此而提出。
之所以禁止这些文体、语体，出于古文家眼

中此体的特性。吴梅村 《古文汇钞序》指出古文
含义的两次变化，第一次是相对于 “魏、晋、六
朝工于四六骈偶”而言，为抑制此风，而追溯先
秦盛汉之文，于是 “自名其文之学于古”者，此
意承韩愈《题欧阳生哀辞后》而来。第二次是南
宋以后至明清 “与时文对待而言”瑐瑡，此层含义在
清初更具有现实针对性。
清人严格区分时文与古文界限，因为二者在

品位上有天壤之别。魏禧云: “欲知君子，远于小
人而已矣; 欲知古文，远于时文而已矣。”瑐瑢古文承
担延续古道的重任，使命神圣; 时文则为博取世

俗功名的手段，目的庸俗。因追求不同，故取法
途径有异。古文非借径五经、《左传》 《史记》诸
书则不可，时文仅猎取 《四书》 《性理大全》即
可。一般认为士人精力倾注于时文而致古文衰落，
黄宗羲则认为不以古人学古文之功夫学时文，却

以今人作时文之根柢作古文，“古文与时文分途而
后亡”瑐瑣。二者表述相异，批判的症结则一致。
然明代即出现 “以时文为古文”现象，清代

延续此风。李绂反思当代古文之所以 “尚未能沛
然复古”，即在于“八股文累之也”瑐瑤。既然时文有
妨古文，则必与之划清界限。欲尊古文之道，剔
除时文影响一度成为清人共识，所谓 “古文者，
别今文而言之也。划今之界不严，则学古之词不
类”瑐瑥。所以古文之体除禁骈文外，亦禁时文，及
与之相关的语体、习气。正因如此，李绂 “八禁”
就有四六骈语、训诂讲章、时文评语等。这也成
为清代 “古文辞禁”的重要内容，朱珪 “古文十
弊”其九为“袭时文调”，吴德旋“古文五忌”就
有“忌时文”瑐瑦，王葆心列古文第十四忌亦为 “科
举习气”。欲尊古文，时文之体必在禁忌之列。
然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清代 “古文辞禁”受时

文尊体思潮的影响。明清时期，时文亦出现尊体
现象。明中后期，时文中已掺入骈体、小说体、
语录语等瑐瑧，于慎行对此极为反感，指出士子因厌

弃六经之训，而从佛经、小说等中 “拾残掇剩”，
导致“文体日坏”瑐瑨。有鉴于此，其时重臣沈鲤、
冯琦等上疏请正文体，万历皇帝责成礼部严办，

礼部拟将字句 “仍前诡异，杂用佛老百家，违悖
注疏者”，“开送内阁覆阅”，并建议 “将提学官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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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参治，本生定行黜退”瑐瑩。措施不可谓不严，但
后效并不理想。清代初年，此风仍旧盛行。魏象
枢《重经学端士习正文体议》云: “文体之正不
正，关士习风尚，根本经学，相因而成。经不明
而有子史，有佛老，有语录，有稗官杂说。”痛心
各体对时文的侵袭造成 “文体之坏”的局面瑑瑠。康
熙曾询问时下制义文体状况，大臣对曰: “实多浮
靡之辞，熟烂之调。”瑑瑡这些习气，使代圣贤立言的
文体变得卑俗，于是为尊其道，清廷亦屡下厘正

文体之诏。雍正十年，鉴于 “士子逞其才气词华，
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”，便 “晓谕考官，所拔之
文，务令清真雅正，理法兼备……支蔓浮夸之言，
所当屏去”瑑瑢。次年正月，雍正再次颁发上谕预防
时文“但以华靡相尚，则连篇累牍，皆属浮词”瑑瑣

的现象发生。乾隆即位伊始，即着意厘正文体，
要求士子 “勿尚浮靡，勿取姿媚”瑑瑤。三年，类似
的诏书再次颁布。最高统治者于此反复垂戒，说
明此种文体出现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。
清代 “古文辞禁”的主要倡导者方苞、李绂

均参加了这一正文体的活动。乾隆元年，方苞奉
诏编纂《钦定四书文》， “俾主司、群士，永为法
程”瑑瑥。为此他筛选众多明清制义，排除伪体，标
示正格。他还兼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，职责之一
就是制艺之文的教学。李绂翰林出身，历任乡会
试考官。二人经历多与制艺之文相关。在正文体
的背景下，必定考虑时文的禁忌。而以此看待古
文，则发现时文的诸多弊病同样弥漫在古文中，

此体亟需厘正。正如章学诚所云，“清真”为 “古
文之要”，而辞若不洁，则文难清真。辞之所以不
洁，就在于文体界限不明，因此仿效时文尊体之

法势在必行，“故 《诗》语不可以入 《书》，《易》
言不可以附《礼》，虽以圣人之言，措非其所，即
不洁矣，辞不洁则气不清矣”瑑瑦。由此可见，遵守
清真雅正之训，必然严守古文之体的规范。
清人为尊古文之体陷入矛盾之中: 一方面，

极力划清古文与时文之间的界限，别今以尊古;

另一方面，亦借用时文尊体的方式，融今而贵古。
总之，为挽救体制大坏的古文，尊体是首要的策

略，“古文辞禁”即为尊体而设。

三 “古文辞禁”与唐宋文统的重构

探寻导致古文之体不尊的原因，还得从古文

之体特性说起。
自韩、柳倡导古文之后，就确立 “文以载

( 明) 道”的传统。“文以载道”有两个核心，一
是道的规定性，一是文与道的关系。就前者而言，
古文所载之“道”，乃古圣相沿之道，尽管如韩愈
“亦有盭孔、孟之旨”瑑瑧，苏轼之道“其性质盖通于
艺，故较之道学家之所谓道，实更为通脱透达而

微妙”瑑瑨，然总体上仍执守儒家之见。就后者而言，
古文家认为，道支配着文的风貌。曾国藩阐述韩
愈《读荀》“孟氏醇乎醇者也，荀与扬，大醇而小
疵”之言云: “其文之醇驳，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
为差。见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孟轲是也; 次多
者，醇次焉; 见少者，文驳焉; 尤少者，尤驳焉。
自荀、扬、庄、列、屈、贾而下，次第等差，略
可指数。”瑑瑩道决定着文的风貌，载道之文必定醇
雅。“道”的偏离则会失去对“文”的约束力，于
是呈现出“俶诡幻怪，巵词蔓衍”及连篇累牍的
“月露风云”瑒瑠之貌，这可称为 “道丧文弊”。同
时，文的过度修饰或趋于俚俗，亦会蒙蔽或叛离

道，所谓 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，施闰章亦云:
“文者，道之见于言者也……近世淫靡于文，浸剌
谬乎道德。”瑒瑡这可称为 “文弊道丧”。所以，亦可
由外在的文窥探内在的道之状况，此即方东树所

云“词体之美恶，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”瑒瑢。就
此来看方、李提出的“古文辞禁”，虽重在外在的
文体、语体，其实是关合深层的 “道”。从禁忌的
内容可以看出南宋以来古文发展的状况。
首先，佛道思想的盛行导致俚俗之语入侵古

文之体。韩愈面对中唐佞佛的社会局面而倡导古
文，以期振兴儒学，古文所载之道自此与佛道二

教格格不入。然自宋以降，援佛道入儒成为潮流，
明季“士大夫耽二氏者，十之九也”瑒瑣，这势必对
儒家思想形成冲击，以致出现 “道学侈称卓老，
务讲禅宗”瑒瑤的风气，崇信程朱理学者 “无复几
人”瑒瑥。就连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时文，亦渗入佛道
思想，部分士大夫为 “六家九流与佛之说窜入于
六经孔氏之中”瑒瑦而忧心忡忡。二教得势一是引起
语录体的流行，自南宋以来，此种语体又侵入古

文领域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此多有訾议，亦可见
风气之盛。二是以二氏语为古文。李绂云: “明季
文弊，好用二氏书，至国初钱牧斋而极。”钱谦益
文多用佛经中语，如出自佛典的 “乳药”之喻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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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反复运用瑒瑧。方苞对此极为痛恨，在 《答程夔州
书》中咒骂为“如涕唾之令人嗀矣”。正统士大夫
难以容忍此种习气，列之为禁体，通过改变文风，

纯化儒家思想，排佛道而尊儒。
其次，王学左派思想对古文的入侵。此派思

想的盛行，促使俗文学地位攀升。公安三袁宣扬
的“独抒性灵”，主旨上偏于私生活情趣; 表达上
主张“宁今宁俗，不肯拾人一字”瑒瑨，“戏谑嘲笑，
间杂俚语”瑒瑩，都与俗文学相关。以俚语俗语入文
成为常态，袁宏道《听朱生说水浒传》云: “少年
工谐谑，颇溺 《滑稽传》。后来读 《水浒》，文字
益奇变。《六经》非至文，马迁失组练。”瑓瑠正因如
此， “小说俚言阑入文字，晚明最多”瑓瑡。李绂之
“禁用传奇小说”，就是针对 “明嘉隆以后，轻隽
小生自诩为才人者，皆小说家”而发。及于清初，
并由用小说中语发展为以小说笔法为古文。小说
乃小道，是市民阶层世俗生活情调体现，与载道

的古文体不相侔，因此被古文家悬为禁格。
最后，七子派重文而轻道亦背离古文传统。七

子谓“古文之法亡于韩”瑓瑢，遂 “凭陵韩、欧”瑓瑣，
与唐宋文统决裂。他们重文而弃道，津津于“视古
修辞，宁失诸理”瑓瑤，“置经术弗问，而取秦汉诸子
之文，句比字栉，以相色泽，曰是可超唐宋之

乘”瑓瑥，提倡复古而走上模拟之习。顾炎武反思明代
古文的流弊，认为七子派开启不良风气: “近代文章
之病，全在摹仿。”瑓瑦方苞对此派极为反感，他教人
作文从唐宋入，反对借途七子，认为始学古文“求
古求典”，必流为“伪体”瑓瑧，其禁止“汉赋中板重
字法”入古文，即是针对模拟习气而言。自方苞
之后，禁止模拟成了文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，袁

枚所记朱珪 “古文十弊”之四就是 “优孟衣冠，
摩秦仿汉”瑓瑨，曾国藩更是将 “剽窃前言，句摹字
拟”作为“戒律之首”。严禁模拟，就在于其重文
轻道之举背离唐宋以来古文传统。
上述三种倾向，对古文的“道统”与 “文统”

都构成了威胁。明遗民思想家与清初统治者反思
明代灭亡原因时，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前朝思

想界，尤其是空谈误国的王学末流。顾炎武 “目
击世趋，方知治乱之关，必在人心风俗”，由此，
“转移人心，整顿风俗，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”瑓瑩，
并由整顿风俗而提倡经学。清代统治者亦确立理
学治国的理念，康熙六年，理学家熊赐履奏称明

代士子“或泛滥于百家，沉沦于二氏”，建议 “考
诸六经之文，监于历代之迹，实体诸身心，以为

敷政出治之本”瑔瑠，主张以理学治国，康熙帝予以
采纳，从而独尊程朱理学。
意识形态领域要求变革的呼声，必然在古文

创作与理论中有所体现。对明文的批判，胜国遗
老与新朝官宦极为一致。顾炎武阐扬 “文须有益
于天下”，反感“怪力乱神之事，无稽之言，剿袭
之说，谀佞之文”瑔瑡 ; 四库馆臣回顾明代古文流变，
特别指出七子与公安两派造成的弊端: “古文一
脉，自明代肤滥于七子，纤佻于三袁，至启、祯
而极敝。”瑔瑢可见明文与唐宋古文传统相悖，视为文
统中绝亦不为过。对此，清初人再次集体喊出
“文以明道”“文以载道”的口号，以期重振古文。
清人一方面将道与理学家的理相联系，将古文视

为“内有以关乎身心意知之微，而外有以备乎天
下国家之用”瑔瑣，融体、用为一; 另一方面，因明
文背离六经传统，清人倡扬 “通经学古”。方苞强
调古文“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”瑔瑤，因为文若宗
经，便能醇雅，西汉 “董仲舒、刘向经术最纯，
故其文最尔雅”; 南宋之文，朱熹 “以穷理尽性之
学出之，故其文在诸家中最醇”瑔瑥。文以明道与清
初文章经世之意志密切联系，庙堂与山林在此取

得共识。
至此，古文家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。方、李

鉴于前代古文的弊端而提出辞禁，也是本着唐宋

古文运动的精神。韩愈针对当时骈文陈陈相因的
风气，提出“唯陈言之务去”; 欧阳修则有意识地
打击其时泛滥的太学体险怪文风。他们的努力，
造就了文学史上声势浩大的唐宋古文运动。此以
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为核心，然发端又是从语体

入手。清代“古文辞禁”，特别是方、李提出的禁
忌，主要也是以语体为对象，意在对意识形态领

域变革的回应，实际也是一场 “古文运动”。方苞
奉行“学行继程朱之后，文章介韩欧之间”的立
身祈向，前者等同于道统，后者等同于文统，二

者的合一，与唐宋古文运动精神一致; 李绂提出

辞禁，则是“庶乎韩子去陈言之意”，亦以韩愈主
张为旨归。辞禁正是本着 “古文不振，古人之道
不行”瑔瑦的逻辑，虽仅从 “辞”即语体的层面对文
加以规范，实则是在清初思想定于一尊，重回儒

家传统之际，要求古文适应此种变革的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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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、李之后，每当思想界偏离儒家正统，古
文禁忌就随之增加。乾嘉考据学在某种程度上是
对宋学的反动，不仅与程朱立异，且以考证入文。
固守古文特性的袁枚亦反对考据入文，他总结古

文被三者所误，其中就有 “本朝之考据”瑔瑧 ; 馆阁
要员朱珪评其古文无时下十弊，袁枚另增三弊，

即“误以注疏为古文，一弊也; 驰骋杂乱，自夸
气力，甘作粗才，二弊也……写 《说文》篆隶，
教人难识，字古而文不古，又一弊也。”这是对朱
珪、朱筠兄弟及当时考据家为文风气的发难，故
朱珪“知有所指，不觉大笑”瑔瑨。因此袁枚提出的
古文禁忌中就有 “注疏考据语”一项。禁止考据
入文，正关合着思想界的汉宋之争。
晚清西学东渐引发思想变革，语体、文体也获

得解放，古文又一次面临挑战。梁启超自称其文
“时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”，对于这种做法，
“老辈则痛恨，诋为野狐”瑔瑩。吴汝纶就将此视为
“化雅以入于俗”，并预言这不仅是文体的衰败，更
危及到固有的文化传统，是“废弃中学之渐”瑖瑠。严
复为追求译文雅驯，遇到“不可阑入之字”，苦恼
于“改窜则失真，因仍则伤洁”时，吴氏告诫他说:
“与其伤洁，毋宁失真。”瑖瑡捍卫古文传统可谓坚定。
于是，西学词汇及相关内容也成为“古文辞禁”的对
象，王葆心所列第十二忌“摭采新译字句”，及第十
三忌“以东文省写标识诸法羼入纯粹之国文”，林纾
《春觉斋论文·忌糅杂》 “自东瀛流播之新名词”等
即是。古文禁忌不断扩充着内容，古文家提防“异
端”思想危害古文所载之道的忧危用心于此可见。

四 “古文辞禁”与清代的 “文归馆阁”

从身份上看，清代 “古文辞禁”的提出者主
要以翰苑词臣为主。据沈廷芳所记，方苞教诲他
古文禁忌正是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任上; 李绂提

出辞禁的乾隆三年前后任詹事府詹事，亦为翰林

院性质官职。另如朱珪、曾国藩等均为翰林出身。
有些人虽非词臣，或当时已离开词垣，但其论均

与馆阁有联系。据袁枚所言，“古文十弊”乃是他
记载朱珪对其文的评价，虽章学诚认为是袁氏伪

造，但也承认其依据为李绂之论瑖瑢。吴德旋 《初月
楼古文绪论》提出古文之体忌小说、语录、诗话、
时文、尺牍，亦源自方苞，观其又云: “诗赋字虽

不可有，但当分别言之，如汉赋字句，何尝不可

用”，显然是针对方氏之论而作的修正。王葆心古
文十四忌乃是 “撮荟都凡”而成，其他如林纾、
唐恩溥、唐文治的观点亦多受前人启发。清代
“古文辞禁”由词垣中人提出，得到整个社会的广
泛认同。词垣中人着意于古文禁忌，意在将自明
代下移的文学权力重新收回于馆阁。
明代古文种种“弊端”，与文柄下移相关。古

文所载之道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为支撑，经

金元明士大夫的努力，唐宋古文家所憧憬的政治

文化理想获得体制的支持，古文辞成为官方掌控

的文坛话语权力。明代在制度上保证古文辞成为
馆阁垄断的文体，永乐初年于新进士中 “简其文
学之尤者为翰林庶吉士”，并 “日给笔札膳羞”，
以利其全身心“学古文辞”，希冀他们 “以其文章
羽翼六经，鸣于当时，垂诸后世”瑖瑣，为翰林院与
内阁储养人才。因馆阁政治权重的增长，要求他
们具有德行、经术、政事及文章等多方面的人格
修养与出色才能瑖瑤。明代台阁体即是此种制度的文
学显现，在“文者载道之器”的理论主导下，其
文呈现出“和平雅正”“平易正大”瑖瑥的盛世之风，
语言风格以雍容典雅为归。台阁体在明代前期占
据文坛的统治地位，正彰显出 “权归台阁”的文
化态势瑖瑦。其后台阁文风遭严厉批判，文坛话语权
下移到郎署、地方，最后又落到山人身上，台阁
派所代表的唐宋文统亦随之瓦解。
首先，前七子以新进士任职各部主事，摆脱台

阁体的束缚，并对其所代表的高度一统的国家意识

形态提出挑战，他们倡导古学，相与訾謷馆阁之体，

于是“台阁坛坫移于郎署”瑖瑧。文化权力的下移，文
风亦随之改变，由于割裂文与道，专事于文的追求，

以模拟秦汉为归，故其文喜“钩章棘句”瑖瑨，一反台
阁体平易正大之风。其次，公安派中虽袁宗道曾为
馆阁中人，不过影响最大的袁宏道亦仅为知县、主
事一类官职。他们追求惬意闲适之趣，文化品味与
庙堂远而与市井近; 因之渴望打破文对道的依附，

追求文体的自由。清人指责公安派与后续者竟陵派
之文“体尤纤僻，有乖闳雅沉博绝丽之作，盖无所
有驯”瑖瑩，就在于其文风俚俗、轻佻。再次，至于晚
明，山人成为文化权力的掌控者，他们“各以诗文
书画表见于时，并传及后世。回视词馆诸公，或转
不及”瑘瑠，从而形成 “角巾尊于冠冕”瑘瑡的局面。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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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文学的代表小品文更是卸下 “文以载道”的重
负，“从对单词只句入手来抵消传统古文的压制”瑘瑢，
成为古文的反动。小品文在语言表现、文体规范上
无拘无束，方、李所反感的各种 “不良习气”，在
此中都能找到瑘瑣。正是文柄下移，儒家之道遭遗弃，
文与道的 “理想”关系失衡，文的表达亦突破规
范，变得几乎无体不可以入。
清初文坛尚延续晚明文风，而时人普遍认为晚

明文风是国家灭亡的先兆，因此亟需清理文坛不良

风气以匹配盛世气象。汪琬 《文戒示门人》云:
“昌明博大，盛世之文也; 烦促破碎，衰世之文也;
颠倒悖谬，乱世之文也。今幸值右文之时，而后生
为文，往往昧于辞义，叛于经旨，专以新奇可喜，

嚣然自命作者。”称此种“新奇可喜”风气为 “文
中之妖与文中之贼”瑘瑤，提倡昌明博大的盛世气象。
惩于前代教训，清廷有意识地采取多种措施将文柄

收归馆阁。首先，大量拔擢能诗善文之士进入翰苑，
词垣成了真正的“人才渊薮”，文柄自草野统归馆
阁。其次，词臣发挥文坛导向作用。馆阁之臣自
宋以来就有 “学者宗师”美誉瑘瑥，纪昀也意识到
“名场之声气，尤多视翰林之导引”瑘瑦。清廷不仅通
过确立典范的人与文，且利用词臣担任学政、考
官的便利条件，引领文坛风气，翰林院又成为

“文章渊薮”，牢牢控制着文柄。
在此情势下，载道的古文再次获得制度支持。

清代承前明之旧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大学士多由

词垣出身者充任，故在庶吉士的教习中，亦注重

道德、经术、政事及文章多位一体的综合素质培
养，古文被纳入庶吉士教学中。徐乾学为庶吉士
制定《教习堂条约》，强调 “文以理为主”，正是
清初理学统治地位的体现。对古文进行 “别裁伪
体”时，推崇宋濂、王炜及唐宋派为韩柳古文统
序的“正宗”，而斥七子派、公安派等为 “旁门邪
径”瑘瑧，推崇馆阁文风，绍述唐宋文统之意甚明。
清代词臣为改变前明鄙陋的文风，大力提倡

雅驯之文。明代之文，清人以一字尽之，即俗。
俗有语俗，有意俗，邱嘉穗云: “禅经、坊曲、语
录、邸抄皆窜入文字中，是词不雅也。高者宗异
端虚无寂灭之教，卑者袭策士纵横捭阖之论，是

意不雅也。”瑘瑨不雅即是俗。救俗之方即倡雅。潘耒
指出对于前代 “夸多斗靡，争新尚异”的文风，
清初 “纂言君子”则 “思救之以雅驯之文”瑘瑩。

方、李辞禁之论，用意亦在于此。李绂辞禁，直
斥“鄙倍”; 方苞鉴于古文“无一雅洁者”而提出
七“不可”，并明言本于“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”。
此种文风适合地位较高的 “荐绅先生”欣赏品味，
馆阁的清华身份，以及拟制诏诰等职任，均要求

文风的雅驯，所以清代庶吉士为文 “务须典雅醇
正，勿为险怪纤巧”瑝瑠。而雅俗之辨，从更深的层
面来说，实关乎文与道的离合，正如邵长蘅所云:

“文之用在上，则文与道合，而其文极盛而不可
加; 文之用在下，则文与道佹离佹合，而其文亦

多驳而少醇。”瑝瑡馆阁因其地位，实现文道合一，其
文呈现出典雅和平的气象。“古文辞禁”就是以反
对“憔悴枯槁”的山林之文，而彰显 “温润丰缛”
的台阁之文的用意。尽管文学史对明初台阁体评
价甚低，但清代馆阁中人却极为推崇，如四库馆

臣评杨荣 《杨文敏集》云: “逶迤有度，醇实无
疵，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。”瑝瑢可以看出
清代馆阁中人对明代台阁体雅驯文风的仰慕之情。
方、李论文宗旨实乃馆阁文学精神的体现。

方苞 “学行继程、朱之后，文章介韩、欧之间”
的学术祈向，正糅合了前代馆阁文学的宗旨。元
翰林承旨王恽 “语性理则以周、邵、程、朱为宗，
论文章则以韩、柳、欧、苏为法”瑝瑣 ; 永乐帝勉励
28 位庶吉士云: “为学必造道德之微，必具体用之
全，为文必并驱班、马、韩、欧之间”瑝瑤，正是方
氏之言的先声。因馆阁的政治功能，必然要求其
中之人合德行、经术、政事及文章于一体。方苞
为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期间，曾上 《请定庶吉士馆
课及散馆则例札子》一疏，请求在散馆考试中，
对庶吉士试以经济实用之学: “政事文学，皆人臣
所以自效，而政事之所关尤重。”其论承续前代馆
阁文化的致用意识。由此反观其学术祈向，提出
的古文七“不可”，及馆阁中人确立的禁忌，不难
发现其背后所蕴藏的“文归馆阁”的努力。
正因馆阁隆崇地位，词垣中人才往往以不容

置疑的口吻斥责文坛不良风气，“古文辞禁”所用
之“戒”“禁”“禁约”等语体现出的权威性，正
在于此。西方文学中亦有此类现象。17 世纪法国
文学批评家布瓦洛 《诗的艺术》中用了很多 “应
当”“必须”“不准”等语，就在于为树立以宫廷
趣味为中心的审美标准，而 “制定了各种文类的
严格的文体规范”瑝瑥，布瓦洛就是代表性人物。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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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“古文辞禁”所具有的馆阁特性与之相类。
同时，因馆阁为典法所在，故而雅驯文风易

被广泛接受。阮葵生云: “高沙孙舍人护孙，选
《古文华国编》，专取馆阁一派，颇具规则……近
日学子每薄制体不为，徒从事于吟风弄月，为急

就之章，胡钉铰、张打油，宁不自镜其丑耶?”瑝瑦阮
氏并未有翰苑经历，但亦接受馆阁之体，词垣对

文坛导向作用可窥一斑。

余 论

随着古文禁忌的增多，不仅语体、文体，篇
章、格调、作法等方面的规定也严格起来，袁枚、
章学诚之“古文十弊”已不限于语体。他如曾国
藩“古文禁约”、王葆心 “古文十四忌”、林纾
“论文十六忌”、唐恩溥 “学文十弊”等，又加入
诸多其他成分。至于来裕恂 《汉文典·文章典》
则提出四十忌，笼括方方面面。可见直至晚清，
古文禁忌成为一种普遍风气，涉及的范围更广，

对古文创作的约束更为严格。
至新文化运动时期，固守道统的古文首当其

冲遭到胡适、陈独秀等致命的攻击，方、李以降
所反对的俚俗之体白话文，成为通行文体。经此
冲击，古文禁忌并未完全消失，钱锺书 “童时闻
父师之教亦尔”瑝瑧，林纾、唐恩溥等均可视为钱氏
师长辈，他们企图通过 “古文辞禁”力延古文之
一线，看似迂腐的行为中，实隐含着深微的用心。
古文这种散体之文适用范围最广，且还可吸

收其他文体因素而发生新变，这本是一种极富生

命力的体裁，不过古文家固守 “文以载道”的传
统，以禁忌的形式维护其地位，拒绝适应变迁的

时代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禁忌的增多，古文创作
更加举步维艰，其遭淘汰也成自然之势。
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“沈德潜年谱长
编” ( 16BZW086) 的相关成果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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